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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由与必然关系的再考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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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 哲学系，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４）

摘　要：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是探讨自由的本质唯一可能的定义，这个问题在我国历来将恩格斯的观点奉为权威，即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以及凭借这认识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但这种解释仍然有些简单化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客

观必然性，应将它视为自由本身所建立起来的必然规律，对此必须借鉴康德、黑格尔和现代的胡塞尔、海德格尔的观点，

从自由与自然的本体论关系、自由与理性的认识论关系以及自由与逻辑的方法论关系三个方面作出更加深入的探讨，克

服主客对立的传统偏见，真正达到自由和必然的内在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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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什么是自由？》一文（载《哲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７期）中对自由的起源、自由的历史和自由的谱
系进行了阐明。严格说起来，这种阐明还不能算对自由的本质定义，因为从逻辑上说，一个概念的本质

定义必须符合“属加最近的种差”的主谓判断形式，就是说，必须有一个更高的概念把该概念作为自己

的“种”而包含于自身，并将这个更高的概念和这个种的种差联结成一个判断，使这三项构成“个别－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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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普遍”的关系，这才是一个完备的本质定义。例如在“人是有理性的动物”这个定义中，“动物”是
属，“有理性的”是种差，“人”则是种，所以我们说，人是“一种”（有理性的）动物。然而，按照这样一种

定义模式，自由的本质不可定义，因为自由本身是最高的属，没有比自由更高的、可以把自由作为自己的

一“种”来包含的概念，凡是想用一个概念把自由这样来包含的做法都是对自由的本质的取消。例如

说，自由是一种心理状态，或者自由是一种大脑的功能，或者自由是对人类活动的一种价值评价，类似的

定义还可以有很多，但都不是对自由的本质定义，而只是对自由的外在描述，或者说只是一种描述性的

定义，它们都撇开了自由的本质。显然，自由是一个纯粹哲学概念，对它的本质定义也只有用另一个更

高的纯粹哲学概念才能做出来；但恰好比它更高的纯粹哲学概念是不存在的，自由本身是一个最高的纯

粹哲学概念，是一切纯粹哲学的起点，或者用康德的话来说，它是整个纯粹理性大厦的“拱心石”［１］２。

我们可以从自由概念推出其他哲学概念，但不能从任何别的概念中推出自由本身的概念来。所以我在

那篇文章中所做的只是对自由的描述性的规定，即对自由的起源、历史和谱系的描述，这些描述虽然由

于对象是自由这个哲学概念，因此都带有哲学的含义，但都不是纯粹哲学性质的，而是具有经验性的

内容。

那么，是不是我们对自由的本质就完全无法把握了呢？那倒不见得。康德和黑格尔都曾反对在纯

粹哲学中用形式逻辑的“定义”方式来把握哲学概念的本质。在哲学中，康德用来取代定义方式的是所

谓“阐明”［２］５６４，而黑格尔则主张通过概念自身的辩证推演，即一个概念向自身对立的概念的转化，来展

示概念的内在本质。当然，康德的阐明仍然是外在的，并不能真正把握一个概念的本质，尤其不能把握

自由概念的本质，因此自由的概念在他看来仍然只是一个自在之物，或者纯粹理性的一个“悬设”；而黑

格尔从概念本身的内在含义的辩证转化来揭示其本质，则是把握自由概念的本质的唯一可行的办法，这

种办法如果说也是一种定义的话，它就是一种解释性的定义。而且这种解释不能视为我们外在地人为

进行的解释，而是概念本身能动的自我解释、自我展现。将这种方法用在自由概念上，我们就可以看出，

当我们从对自由概念的解释中逻辑地引出和它的对立面、和必然性概念的相互关系时，自由的本质就向

我们显露出来了。所以，在纯粹哲学上，我们唯一能够对自由的概念采取的是一种解释性的定义，这就

是阐明自由和必然的对立统一关系，或者不如说，从自由概念中把必然性概念逻辑地（辩证地）推导出

来、宣示（ｅｒｋｌｒｅｎ，即解释）出来。

自由与必然的关系已经不再像自由的起源、自由的历史和自由的谱系那样是一种哲学入门的问题，

而是一个纯粹哲学问题了。从自由开始，它的第一个对立范畴就是必然。从纯粹哲学上说，自由和必然

是一对相反的概念，是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对立的范畴。如果从字面上解释的话，什么是必然？

必然就是对自由的限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或命运；什么是自由？自由就是对必然的摆

脱、反抗或克服。通常理解的辩证法则对这种字面上的解释有所突破。黑格尔把斯宾诺莎的命题“自

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加以改造和发挥，斯宾诺莎的意思是把自由归结为被动地认识必然性，自由实际上

已经消失于必然之中了；黑格尔则把必然本身看作自由的一个环节，认为自由是必然性的真理。恩格斯

说：“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它

没有被了解时才是盲目的。’”因此除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之外，恩格斯还在这个定义上加上了：通

过这种认识“有计划地使必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也就是使必然性从盲目的变成了服从我们的目

的的，“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３］１５４恩格斯的这一

定义长期以来被看作对自由的经典定义。然而，细究起来，我们的“一定的目的”在一般理解中仍然是

服从于必然的，它取决于人的各种需要；而且，即算这种目的是任意的，那么为这种目的“服务”的必然

规律仍然是外在地适应于目的，这种规律本身则必须在没有自由也毫无目的的情况下预先存在于自然

界，以便自由能够现成地将它拿来为自己所用。所以这种观点仍然是把自由和必然看作两种不同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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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似乎表明，自由最终还是消融于必然，必然则优先于自由。

但是按照黑格尔原来的意思，必然本身其实是自由的一种外化的环节。这个意思我们从康德实践

理性的“自由的自律”中就已经可以看出苗头了，即自由本身也有它自身的必然规律。由此看来，恩格

斯对自由的解释并没有完全到位，因为它恰好没有把这一层意思包含在内，而这正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

法中最深层次的意思。一旦抓住了这层意思，我们对自由和必然的关系的理解将会有一个根本性的改

观，我们将会发现，必然性的概念本身就是通过自由意志的自身立法而形成起来的，否则只有命运（运

气、缘分），而无必然性，或者说，只有偶然命运而无必然规律。我们有时将必然设想为鬼、神的不可抗

拒的意志，或者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都是由于将必然性仅仅了解为“盲目的”、无规律的而导致的。

这样的必然性其实只不过是偶然性，即使它能够服务于我们的目的，它本身说到底仍然不是必然的，而

是偶然的、无目的的。就算我们可以掌握它的某些具体规律，但是这些规律是怎么来的，仍然是不清楚

的，因此它们摆脱不了休谟的质疑，即它们不过是些由习惯所固定下来的联想而已。恩格斯的解释固然

通俗易懂，但这种解释并没有化解必然性的坚硬的外壳而将之与自由置于本质上的同一性中；黑格尔则

通过“概念”和“客观思维”这种唯心主义的方式打破了这层外壳。他说：“必然性是一个很困难的概念，

其所以困难是因为必然性即是概念本身，但必然性所包含的各环节仍然被认为是些现实的事

物”［４］３０５－３０６，这就造成了一种“坚硬的”必然性。“反之，对必然性加以思维，则是对上述坚硬性的消解；

因为思维就是在他物中自己与自己相结合。……概念本身自为地就是必然性的力量和现实的自由。”①

虽然我们不必全盘接受黑格尔的概念论，但黑格尔的努力为我们今天深化自由和必然的关系提供了

启示。

所以必须将自由和必然这两个概念看作一开始就是不可分的。必然并不仅仅只是自由实现自身目

的的一个外在的工具，相反，它本身总是离不开自由的目的。如果没有自由，不但一切必然的总体就是

一个巨大的偶然，而且它的每一种必然性都将只是一种大概率的偶然性，都会被偶然性所吞没和还原

掉。例如伽利略的自由落体公式，在实际的试验操作中，可以说没有哪一次的实验是绝对符合这一公式

的，总是会有某些偶然因素如风力、气温、海拔、纬度、物体的密度等等使实验的结果有所偏离。我们只

能要求这个结果精确到一定的程度，或者说“误差率”达到小数点后面几位数，就可以满足了。又比如，

牛顿的惯性定律表明，物体在不受外力干扰的情况下将永远保持静止或匀速直线运动，于是几百年来，

无数的痴迷者、包括一些顶尖级的科学家都把大量的精力投身于发明永动机。但后来人们从哲学上了

解到，任何物体完全“不受外力干扰”是绝对不可能的，万物是相互联系的，所以发明永动机原则上就是

不可能的。牛顿的惯性定律只不过是表述了物体运动或静止的一种“理想”状态，类似于康德所说的

“理性的理念”或“悬设”，实际上在任何具体的运动中只能无限地接近于这一理想状态，而决不能达到

它。然而，正是由于人的理性必然要产生出这种理想来，所以直到今天还有人在不断地尝试发明永动

机，而且以往成千上万的失败者虽然明知自己已经失败，却仍然归咎于只是自己技术上不够精密，但坚

持认为“原则上”应该是可以实现的。这种固执在科学上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在哲学上却是对必然性的

本质的一种误解。人们没有看出，这样的必然规律只不过是我们人用来把握自然界的一种主观的脚手

架和认识工具，而不是自然界本身的本质或客观规律。牛顿当年自己就已经看出了这一点，他在《自然

哲学的数学原理》中讲到光学的时候加了一个注（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引了这个注）［５］７１－７２：“我毫无

区别地和十分随便地交替使用了吸引、排斥或任何一种趋于中心的倾向这些字眼，因为我不是从物理上

而是从数学上来考虑这种力的。因此，读者不要以为我使用这些字眼，是想为任何一种作用的种类或方

式及其原因或物理根据下什么定义，或者每当我偶而谈到吸引中心或赋有吸引能力的中心时，以为我是

５５

① 黑格尔：《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第３２５－３２６页，译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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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想把真正的和具有物理意义的力归诸某些中心（它们只是一些数学的点）。”但黑格尔在引证牛顿这

段话后，却批评他未能把这种观点坚持到底，而是仍然把这些力的观念作为“物理存在”来处理。不过

牛顿毕竟承认了，我所作出的这些数学上的区别只是权宜之计，只是为了便于解释，那么客观事物本身

的这种规律并不一定是我现在描述的这个样子。就是说牛顿自己心里也有点没底，自然哲学能不能用

数学原理就把物理对象的本质解释出来？数学好像只是一种工具哲学，好像只是一个脚手架；但是这个

脚手架当房子建立起来之后，它是要拆掉的，它只是我们的一个方便，一种权宜之计。

由此可见，脱离自由来设想的客观必然性在自然科学本身中也必然会遭到否定，而降为一种偶然性

或一种主观的解释，它抵御不了休谟的攻击。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把这种主观的解释从一种暂

时的权宜之计或脚手架变成对象的本质，理解成我们自己创造性地为自然立法（康德：人为自然立法），

事情就会完全不同了。客观必然性本来就是主观自由所建立起来的，只有自由意志的一贯性和合理性，

才能保证必然性的普遍的和客观的含义，或者说，客观必然性本身是由实践的自由意志所建立起来的，

它在自由中有自己最坚实的根基。这种理解表达了自由和必然两个哲学概念内在的同一性。

现在，对于自由和必然的这样一种同一性关系，我打算从传统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

方面，作出进一步的考察，即分别考察自由与自然的关系，自由与理性的关系，自由与逻辑的关系。

一　自由与自然
必然性的概念在哲学史上最初体现为“自然”的概念。我们今天讲“自然必然性”或者“自然的必然

规律”，这种思想在古代已经有其萌芽。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们都把自己的哲学著作名之为《论自然》，

即探讨自然万物的本原和运作方式，自然（Φυσι）一词在他们那里的原始含义，是“生长”、“诞生”的
意思①，海德格尔则主张是“涌现”的意思，并且这种涌现就相当于“存在”②。存在来自于自然。所以自

由与自然必然性的关系相当于自由与存在的关系，这就是自由的本体论（存在论）问题。

而存在（Ｓｅｙｎ）在海德格尔后期被归于Ｅｒｅｉｇｎｉｓ，可以译作“成己”或“自成”［６］也有人主张干脆就译
作“自－然”，自己“然”。其实自 －然也就是自 －成，首先都有一个“自”。什么是“自”？在古汉语中，
“自”最初是“鼻子”的意思。许慎《说文解字》曰：“自，鼻也，象鼻形。”段玉裁认为，虽然自与鼻义同声

同，但“用自为鼻者绝少也”，都是用的引伸义，如“己也，自然也，皆引伸之义”③。“自”和“己”同义，但

“自”又不只是“自己”，而且也是“自然”。但自己也好，自然也好，它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最初的

东西、开始的东西。所以段玉裁举例说：“今俗以作始生子为鼻子是”，头生子叫做“鼻子”。我们现在还

说某件事的最早创始者为“鼻祖”。我猜想，之所以把鼻子视为最先、最早、最开始的东西的代指，是因

为人在站立时鼻子是最突出在前的部位，在走路时最先碰到的是鼻子（所谓“碰了一鼻子灰”），而且人

们在自指时总是指着自己的鼻子，在指别人时也是指着他的鼻子，没有人指别的地方，只有鼻子才具有

代表性。既然“己”和“自然”是同一个“自（鼻子）”的两个引申义，而“自由”无非是“由自己”的意思，

所以自由和自然是同根生的。在西文中情况与此有点不同，“自”在德文（和英文）中就是 Ｓｅｌｂｓｔ（ｓｅｌｆ），
它是一个反身代词，即“自身”、“本身”或“自己”，代它前面的那个词，所代之词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

也可以是任何抽象的东西。但从它本身的含义来说，并不包含诸如“生长”、“涌现”或“最先”、“最早”

的意思。所以西方哲学要把“自”和自然或自由联系起来就特别费事，斯宾诺莎的“自因”（ｃａｕｓａｓｕｉ）和
海德格尔的“自成”（Ｅｒｅｉｇｎｉｓ）是两个成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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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罗念生，水建馥编：《古希腊语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见Φυσι 条。
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２６页；又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商务印书

馆１９９６年，第１４０页：“存在已经从许多角度向我们表明就是Φυσι 了”。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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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汉语的原因，中国古人则更容易把自由和自然联系起来，甚至把自由就直接理解为自然，如嵇

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任自由的意思。但古希腊的自然（Φυσι）并不含有“自由”的意思，而更

多地含有“原因”和“规律”的意思，在深层次则有“自己涌现”的意思。中国古代的“自然”不太强调原

因性和规律性，主要是和“人为性”相对立的“自然而然”、“自然无为”，所以，虽然是自由，但却是什么

也不做的消极的自由。古希腊的自然却是“有为”的，是造成一件事情的“自由因”。所以古希腊哲学家

探讨的是自然的“始基”（ａｒｃｈ，又译“本原”），这个词本意为“初始的”、“第一的”，但它同时有“执政官”

的政治含义。所以这种自然的始基或本原暗示了自由，而且是积极的自由、权力意志的自由。中国古代

虽然也讲“自然造化”，但并不像古希腊那样探讨造化的原因和过程，只是停留于惊叹羡慕，美的欣赏和

敬畏，顶多是利用。

所以古希腊有为的自然概念里面暗含着自由意志，当然和人的自由还有一段距离，不是直接相等

的。它体现为与人的自由相对立的自然规律和自然必然性。但这种必然性最初被理解为某种自由意

志，当然还不是人的自由意志，而是客观造物主的自由意志。如柏拉图的“德穆革”（Ｄｅｍｉｕｒｇｅ，造物主）
根据几何学规则创造出水火土气四大元素（它们分别由二十面体、四面体、六面体和八面体构成），再由

此组合成万物。这个造物主本身就是自然，但也是神（Ｎｏｕｓ），是创造自然的自然。这一思想后来传到

了中世纪，形成了自然概念的两个层次，即 ｎａｔｕｒａｎａｔｕｒａｎｓ（创造自然的自然）和 ｎａｔｕｒａｎａｔｕｒａｔａ（被自然
创造的自然），而ｎａｔｕｒａ本身也有本质和自然两个意思，分别对应于上述两种自然概念。这就使得西方

中世纪基督教的上帝不但固定为创世者，而且与它所创造的自然从本质上相互分离，甚至对立起来了。

上帝的自然只剩下了“言”（“道”），它本身则是超自然的精神、努斯；在这个意义上，上帝成为了自由意

志的典范。当然，在上帝的自由意志和他所创造的自然的对立中，人也看到了自己的自由意志摆脱自然

必然性的可能；进而，上帝的自由意志运用言说（Ｌｏｇｏｓ）来创造自然界，也就给人类提供了一个榜样，能
够通过掌握必然规律将自己的自由意志实现为自然必然性，即“知识就是力量”（培根）、“人为自然立

法”（康德）。这就是西方近代以来人对自然的征服后面的内在原理，在这里，自然主义归于人本主义。

中国古代的自然概念则与此相反，人被归于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

第二十五章）。道就是自然之道。有人考证“道”本义为产道，自然的本义则是生养，这跟古希腊、罗马

的自然概念是一样的。但中国人强调的是一种生养、化育的“关系”，即阴阳男女关系，而不是一种涌

现、创生、创造。而且这种关系对于人来说是无可奈何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所以人只能“顺其自

然”，无须干预，最好是无知、无欲、无为、无我。《易经》讲“生生之谓易”。何谓“生生”？曰阴阳相感，

风雷相动，氲氤化生，讲的是大化流行，生殖繁衍，而非个体的人为创造。所以自然即天然，天生使然，莫

之为也。庄子杂篇讲“或使”与“莫为”之争，各执一偏。其实老子早就讲过，“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

德经》第五十一章），“辅万物之自然而莫敢为”（《道德经》第六十四章），这就是“大顺”。自然即天，天

道无为。《易经》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叫人跟上天时，与时俱进，而不是创造发明、逆天而

行。当然，中国古代也有主张对天加以利用改造的，如荀子讲“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

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７］２１３；但“唯圣人为不求知天”，“学至于行而止”，

只讲机会主义的利用，应天顺时，而不讲对普遍规律的探索和发明创造。在天人关系中，中国人从来是

主张人合于天，融于自然，对自然规律在认识上只有被动接受，而无积极建构，没有建立起数学和逻辑的

公理体系。对自然规律的理解则总是停留于外在的天命、天运、天数、天道，是人所不可抗拒的偶然的命

运、“缘分”或“天机”，而不能为人所完全掌握或参透。所以，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不是人的自由的发

扬，而是人的自由的萎缩。

自由意志要从自然中独立起来，必须经过一个天人相分的过程，甚至异化为神的意志来凌驾于自然

之上，然后再回归自然。这时的自然就成为了人自身的外在的身体，成了人的自由的赞助者和成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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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规律其实是人的理性的自律，自然必然性归根结底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外化或对象化。自然在一定

意义上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但在终极意义上是由人的自由意志所建立起来的。如当代自然科学

的“人择原理”。１９７３年英国天体物理学家布兰登·卡特（ＢｒａｎｄｏｎＣａｒｔｅｒ）在纪念哥白尼诞辰５００周年
时提出了一个“反哥白尼”的观点，即我们所看到的宇宙之所以是这个样子，是因为我们存在于其中。

换言之，如果我们不存在，那么我们所看到的整个宇宙也都不会存在。这种听起来十分荒谬的看法如果

撇开那种可能导致主观唯心主义或唯我论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某种宇宙目的论的复活，即把整个

自然界看作是“向人生成”的。这种思想其实在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那里就已经有了，即整个自然界都

在为人类的诞生作准备。马克思则从实践唯物论的立场上表述了这样的原理：“全部历史、发展史都是

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作为人的人’的需要成为［自然的、感性的］需要所做的准备。

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ＷｅｒｄｅｎｄｅｒＮａｔｕｒｚｕｍＭｅｎｓｃｈｅｎ）这一过程的
一个现实的部分。”①显然，人的感性活动就是人的现实的自由活动，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自由自

觉的生命活动”；在这一活动中，“感性通过自己的实践直接变成了理论家”②。这就意味着，自由的感性

活动（实践）通过自身中的理性原则把自然必然性理解为自身的一个环节，从而建立起了自己能够理解

的自然必然性，使之成为了真正的“必然规律”。否则的话，自然必然性就只是一种不得不服从的命运、

或不如说是偶然性命运，它只有与自由对立甚至取消自由的含义。没有人的理性，或者说没有感性向理

性的直接提升，就没有自然的必然性③。

二　自由与理性
以上是自由与必然关系的本体论方面，下面来看认识论方面。我们从人类的起源和自由的起源中

都可以看出，理性在人的本质和自由的本质中占据着一个根本性的地位④，所以亚里士多德才会说：“人

是理性的动物”。这里的理性（Ｌｏｇｏｓ）是基于语言、话语、言说，也就是命题语言，它最初体现为命名。
命名有专名和共名（共相），专名具有时间上的普遍性，但还不具有空间上的普遍性，因此尚未把“符号”

与“记号”完全区别开来；只有共名、共相才是完全的符号语言（具有时间兼空间的普遍性）。所以，命名

中的共相才是普遍性的逻各斯Ｌｏｇｏｓ，这是理性的最初含义。理性就在于可以用共相对殊相进行规定，
包括定名、定量和计算（ｒａｔｉｏｎ＼ｒａｔｉｏｎａｌ），所以理性的最基本的含义就在于具有规定性，这也是共相的特
点，殊相则没有确定的规定性，而是多变的、飘乎不定的。一旦有了规定性，就有普遍性，不受临时变化

所左右，一贯到底。然而，这种理性是如何产生的？当然还是从感性的实践活动中提升起来的，所以问

题在于如何理解“感性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变成了理论家”。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数学和几何学

的起源：由于在劳动生产中人类所形成的时间的节奏感和空间的分寸感，人开始能够在超越经验质料的

抽象形式领域里自由驰骋。胡塞尔在其《几何学的起源》一文中也指出，在人类的“共同劳作”和“相互

关注”中，我们能够“通过思想和想像完全自由地对我们人类的历史存在以及在这里被解释为这种存在

的生活世界的东西作出变更，恰恰在这种自由的变更行为中，在对生活世界的想像性的贯穿行为中，以

一种绝然的明见性的方式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本质成分……这样，我们便摆脱了与事实意义上的历史世

界的一切关联，而将这一世界本身看作是思想的诸种可能性之一。”⑤他举例说，人们在加工物质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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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参看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８２页，译文参照德文本有改动。
同上，第７２页。
邓晓芒：“补上＇实践唯物论＇的缺环－－论感性对客观世界的本体论证明”，原载于《学术月刊》１９９７年第３期，收入个人论文集

《实践唯物论新解：开出现象学之维》，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人在按其起揭开历史的作用的历史本质说来就是λογοζ……”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第１７１页。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载雅克·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方向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０１、２０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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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实践”中，从事物形态中抽取出来了多少是理想化的面、线、角、点等等，并且进一步把它们变成

“纯粹”思维的产物，即一种观念化（理想化）的对象性。“只有在一切可想像的变更中所存在的由不变

的时空形态领域所构成的绝然普遍的内容以观念化的方式得到考虑时，观念的构成物才能诞生”，这就

是一个永恒真理的科学王国①。他认为对几何学起源的这种分析同样也适用于其他科学的起源。这与

马克思通过实践从感性上升到理论的论点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理性的这种规定性、确定性是人的理性的普遍机能，凡是人类都有。只要一个人能够计

算２＋２＝４，或者能够说出有意义的话让别人懂，和别人交流，我们就说他有理性。更复杂的理性则是
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理性、逻辑理性，或者说“工具理性”。这也是今天人们一听到“理性”所想

到的最直接的含义。但这种含义无疑是片面的，因此遭到今天许多人的批评。胡塞尔也认为，这种科学

理性离开了它的直观的和历史文化的源头，导致几个世纪以来，包括几何学在内的诸科学虽然在蓬勃地

发展，“但并没有因此而成为真正的科学。”②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理性和科学本身都只是人性中的一个片

面的禀赋，在此之外还应该有非理性的地位。这种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但按照胡塞尔的看法，这并不是

理性本身的狭隘性，而是由于人们狭隘地理解了理性的本质。在他看来，理性的规定性和普遍性不仅存

在于科学中，而且也存在于前科学的历史文化和感性的生活世界中，“几何学从它的原创建时起就具有

一种独特的超时间的存在、一种能为各个民族和各个时代的所有的人、首先是现实的和可能的数学家所

理解的存在；所有它的特殊形态也是这样。而且，不论是谁以预先被给予的形式为基础重新构造出来的

任何形式都会立即呈现出同样的客观性。”③

胡塞尔这样说，是想把科学理性的规定性扩大到那些通常认为非理性的前科学领域中去，以维持科

学理性本身的规定性和普遍性的不可动摇的地位。必须承认，他在这方面的确做得非常到位。但是同

时也不能不指出，他所理解的理性本质上仍然是一种逻各斯意义上的确定性，而忽视了理性的另一方面

的含义。理性的普遍规定性当然是理性最明显的作用方式，但除此而外，理性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方

面，这就是超越性的方面。当理性通过共相对感性殊相进行规定的时候，这一过程除了发挥了普遍的规

定作用之外，同时还显示了这共相本身对殊相的超越作用。只有超越殊相，才能对殊相进行普遍的规

定，否则这种规定就会被殊相拉下来，本身成为了殊相中的一个而丧失其普遍性。这种超越具体事物之

上来进行普遍规定的能力，在古希腊哲学中也有一个专门的词来表达，这就是努斯 Ｎｏｕｓ（灵魂、理性灵
魂）。这个词中文也译作“理性”，而在英文中相当于ｒｅａｓｏｎ＼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它与另一个理性即ｒａｔｉｏｎａｌ（中文
常译作“合理性”）相通，区别仅在于前者更偏于超越性，后者更偏于规则性和规定性（在德文中这两者

则是Ｖｅｒｎｕｎｆｔ和Ｖｅｒｓｔａｎｄ之别）。或者说，一个是超越性意义上的理性、努斯，另一个是规定性意义上的
理性（理智、知性、合理性）、逻各斯。古希腊的阿那克萨哥拉最早将努斯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提出来，后

来柏拉图给它下了一个精确的定义：自动者。这就表明，努斯其实已经具有了自由的能动性特质，这是

一种本身自由的理性。

所以，就努斯意义上的理性而言，理性与自由就具有了内在的同一性的关系，理性就是自由地超越，

就是自由意志，或自律。这种理性相当于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它被马克斯·韦伯称之为“价值理

性”或“目的理性”。在自由的起源中，人的实践活动、哪怕是最起码的欲望的自由或任意的自由，都已

经和动物的本能欲望不同了，其不同之处就在于有了理性，包括工具理性即技术性上的设计和远见，以

及价值理性即对眼前具体情境的超越、对未来目的和普遍原则的执着。这是同一个理性的两面，它所体

现的恰好是：理性本身就是超越性和规定性的统一，也就是自由和必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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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载雅克·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方向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０５页。
同上，第１９２页。
同上，第１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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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自由与逻辑
理性作为自由与必然的统一长期以来成为理性论者的盲区，这与理性的必然性作为理性本身的显

性层面遮蔽了它的作为自由的隐性层面有关。理性的显性层面最突出、最有效也最实用的就是从中发

展出来的逻辑。逻辑在西方是从理性的逻各斯（语言、语法）中通过将规定性推至极端精确性而发展出

来的。亚里士多德建立的形式逻辑两千年来变化不大，在现代更是从中引申出数理逻辑和符号逻辑，而

这一历程看起来与自由毫无关系，甚至是对自由的限制和压迫。自由遇上逻辑，就只有自动销声匿迹，

到别的地方去发展，如审美、道德和信仰的领域，似乎那些都是不需要逻辑的。但逻辑凭借其无所不能

的规范作用也侵入了这些领域，如科学美学、实践理性的法规（康德），以及对上帝存在的证明等等。所

以人的自由在理性面前似乎陷入了绝境。

然而，逻辑本身也从形式逻辑的立场上开始松动起来。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就是将形式逻辑的外在

形式从内容上进行溯源，返回到最初的 Ｌｏｇｏｓ的语言本性，成为 Ｎｏｕｓ的有机生命活动的表现。由此观
之，形式逻辑本身也是人的自由本性在思想上的一种“自律”，而不是单纯的思维技术和工具。国内对

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众多的逻辑学家都试图把辩证逻辑纳入到形式逻

辑的规范之下，追求“辩证逻辑的形式化”，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才智。我曾提出，只有辩证逻辑才真正

揭示出了形式逻辑自身的本质，它是形式逻辑的具体化理解；或者说，形式逻辑本身就已经是辩证逻辑

的形式化的结果了，我们要做的不是把辩证逻辑本身再形式化，而是要把形式逻辑追溯到它的“前形式

化”的根［８］。但形式逻辑自身（逻辑学家们）并不理解这一点，只有当逻辑悖论出现，才给逻辑学家的自

信心以重大的打击。但他们仍然只想到如何用技术手段消除悖论，而不反思悖论产生的必然性和深层

含义。悖论在形式逻辑的极限处显示了自身自由的根基，即辩证的“自否定”。

自否定是逻辑矛盾，这是形式逻辑不允许的，但却是辩证逻辑的出发点。于是国内学者们花大力气

去区别“两种矛盾”，即形式逻辑的矛盾和辩证法意义上的矛盾，结果都不成功。其实它就是一个矛盾，

即逻辑矛盾，它是形式逻辑竭力排除但又无法避免的。无疑，形式逻辑的使命就是要清除矛盾，任何一

句话要能够得到别人的理解，都不能够自相矛盾，这是我们说话的普遍原则。然而，逻辑学家们没有意

识到，第一，这种规范性要求只是在形式层面上的要求，第二，即使在形式层面上，也只是在一定范围内

的有限的要求，不能无限扩展。例如悖论的矛盾就是在形式的极限处出现的，而且是必然的、摆脱不掉

的。更有甚者，矛盾还不仅表现在悖论中，而且也表现在日常判断中。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一旦运用在

实际对象上，就必然包含有矛盾。任何一个最普通的判断，比如“树叶是绿的”，就已经包含有“个别是

一般”的对立关系（因为“绿的”不仅仅是“树叶”），进而包含“个别是非个别”这种矛盾关系（因为“一

般”显然是“非个别”）。之所以说一个判断、一句话中的这种自相矛盾是不可避免地必然包含着的，是

因为凡是有意义的判断或句子，都要靠这种矛盾来产生意义，没有矛盾就没有意义。例如单纯只讲“树

叶是树叶”、“绿的是绿的”，或“个别是个别”、“一般是一般”，这里面没有矛盾，但也没有意义。严格的

不矛盾律只能是同语反复，Ａ＝Ａ。当然，所有这些矛盾都是在形式层面底下的内容层次上讲的，如果限
于形式上来考察，则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仍然有效，例如我们不能说“绿叶是红的”（或“绿叶不是绿

的”），否则就会造成混乱，或不知所云。

所以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其实只是同一个逻辑的两个不同层次，也是同一个理性的两个不同层次

（逻各斯和努斯）。辩证逻辑的本质就是矛盾原则，或者说自否定原则，它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

的否定的辩证法”［９］１１６；而形式逻辑则是为了这种矛盾或自否定能够顺利地有章法地进行而做出的规

范。辩证逻辑是富有历史意义和理论成果的逻辑，形式逻辑则是辩证逻辑的手段和跳板。所以，逻辑本

质上是自由的事业，即使形式逻辑就已经是如此，因为它超越了感性的偶然性，用人自己制定的一套规

律来指导人的思想，达到了思想的自律。辩证逻辑不过是揭示了形式逻辑底下不自觉的自否定内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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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逻辑一旦自觉到自己的反身性（矛盾性），就成为辩证逻辑。

体现为自否定（自由）和反身性（反思）的辩证逻辑，揭示了一般逻辑的人文性和人类历史的创造

性。逻辑由此就从抽象的思维逻辑提升为历史逻辑（历史和逻辑的一致）。辩证法不是单纯的方法论

（技巧），而是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即：它既是历史本身的规律，又是我们人类思维的本性，

还是我们用来把握历史、把握我们自身的不可取代的媒介。由于形式逻辑是逻各斯规范性的最精确的

表达方式（这在当今的数理逻辑中体现得十分明显），而辩证逻辑则甚至在它的创始人黑格尔那里也承

认它带有某种“神秘主义”的性质［４］１８４，所以这双方显得是如此势不两立；然而，自由和必然正是在这种

极端对立的方式中，表现出了双方内在的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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